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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元系统论”审视百年中国电影

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关系

徐　红

摘　要：文章尝试把百年中国电影文化描写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动态的结构系统，认为如果我们

想要把握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就必须要理解本土电影与同时期外国电影文化的相互交

叉、相互重叠、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描写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分析民

族电影的开放、异质的 “多元结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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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 “多元系统论”

以色列翻译理论家佐哈尔的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或者各种由符号所主导的人

类交际形式 （例如文化、语言、文学等），应该被视为 “多元系统”，而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

“混合体”，才能得到充分地理解和阐释。并且，任何一个多元文化系统都是一个异质、开放和动态的

结构，在这个 “多元系统”内部，某个子系统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自身，而应该由他与其它系统的关系

来确定。他说：“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

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

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组成一个 ‘大多元系统’。也就是

说，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

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１］（１９）例如在文学研究方面，文学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

一个国家可能同时存在多个文学系统 （例如本土文学与翻译文学，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通俗文学与

高雅文学等），如果我们只研究其中的一种文学系统，而对另一种文学系统置若罔闻，这样研究起来尽

管比较简便，但研究的结果很容易走向片面化。因此，我们只有将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自成系统的

文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才能理解和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发展的原则和规律。同理，对于中国

电影的研究，如果只注意本土民族电影的研究，而忽略了同时期的外国电影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形式的

研究，那样的研究尽管很简便，但对于说明中国电影整体的发展规律来说是不够的。因此，要做好中

国本土电影的研究，必须要照顾到外来文化 （包括外国电影、文学、戏剧等多种文艺形式）关系的研

究，这样才更加客观和全面。因为是中国电影与外国电影 （包括起来外来文化形式）相互交叉、相互

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体面貌，体现了中国电影系统的开放

性和异质性特征。

佐哈尔说：“多元系统的假说，正是为了研究这类异质文化而提出来的，无论其异质性是否如此明

显。在这套理论之下，把以前被无意中忽略甚至有意的排斥的事物 （性质、现象）纳入符号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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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全面认识任何一个符号场的必要条件。比方说，不把标准语放在各种非

标准语的语境之中研究，就不能解释标准语；儿童文学不会被视为自称一类的现象，而会被认为与成

人文学有关；翻译文学不会与原创文学割裂；大众文学 （如惊险小说、言情小说等等）不会被当作

‘非文学’而弃之不顾，以回避承认它与 ‘个性化文学’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关系。”［１］（２１）同理，如果我

们不把中国电影放在与世界电影和世界文化联系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也不能把握中国电影发展的

内在本质。然而在传统的电影研究中，在描述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过程时，外国电影 （包括其大个子

外国文化形式）与中国电影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传统中国电影史的描写仅限

于对中国本土生产的电影的研究与梳理，认识不到同时期引进的外国电影 （在观众的实际观影经验中）

也是本土电影现实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与本土电影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影响关系。甚至港澳台的电

影生产也被排斥在许多传统的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之外，当然这种研究状况如今已经得到了扭转。

与传统的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静态的系统理论不同，佐哈尔还将历时的、动态的

因素纳入到对 “文化多元系统”的研究，强调不同系统之间或同一系统内部不仅是关联性、开放性的

存在，而且是相互碰撞、相互更替、相互竞争的动态性的存在。对于文化多元系统的正确研究，需要

确立一种历时的、动态的系统观念，来描述不同系统间以及一个系统内部的矛盾、斗争和运动。佐哈

尔说：“在一个大多元系统内部，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不同的阶层……各个阶层

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 （动态）共时状态。一个阶层战胜另一个阶层，则构成历时轴上的

转变。一些现象可能从中心被驱逐到边缘 （称为离心运动）。另一些现象则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称为向

心运动）……在以往，我们常常面对这些转移带来的结果，却未能察觉发生了转移，或者忽略了转移

的来源。”［１］（２１）也就是说，在一个 “文化多元系统”中，各种子系统的位置是变动不居的，有的暂时处

于中心位置，有的暂时处于边缘状态。处于边缘地带的系统有可能会攻占中心，变得流行起来，而原

本处于中心的、流行的系统形式有可能会被边缘化，变得不再流行。佐哈尔认为，在这种由中心到边

缘、由边缘到中心的矛盾运动中，一个系统本身并不具有保证自身必然处于中心或边缘某种特质或机

制，而更多地受制于该系统以外的因素，比如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文学趣味等。［１］（２１）

作为一种翻译理论的 “多元系统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电影与外国电影 （包括其他文化形式）的

交往关系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张南峰指出，佐哈尔的 “多元系统论”虽然常常被运用于文学和翻译研

究，“但它其实是一种普通文化理论，可用来指导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整体研究”，“多元系统论的优胜

之处，在于能够看到产品的复杂的对外关系，解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

响甚至决定产品的面貌。”［２］（６３）张英进在最近的研究中也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把翻译
研究从纯粹的语言层面的研究带入到更宽泛的文化语境层面的研究，类似的文化转向在最近的电影研

究中也渐呈趋势，“它与翻译研究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３］（３２）另外，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就建
立了比较文学学科，并渐成显学，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电影研究领域中的比较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

科体系。王瑞说：“电影的比较研究，在国外虽然已经进行了一些年，在国内则还处于初始阶段，除了

颜纯钧主编的 《中国电影比较研究》一书外，还未发现其他有关专著，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也不多

见。”［４］（８１）正是出于上述思考路径，本文把佐哈尔的 “多元系统论”引介入中国电影的研究，为它提供

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从而更加深入地观视中国电影的发展现象。总之，本文认为，中国电影不能被当

作一种孤立的、本土的电影现象加以看待，而应把它放在与世界电影的交叉与联系的图景中进行研究。

在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电影”与 “外国电影”（包括其他外来文化形式）这两大 “多元

系统”的动态演变关系，建构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

二、百年中国电影与外国文学的动态关系

例如，纵观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作为一个 “多元系统”的中国电影与另一个 “多元系统”外国

文学的关系的发展就是交叉而互动的，并处于不停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例如无声电影时期，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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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最密集、最频繁的时期。由于晚清以来直至 “五四”前后中国翻译外国文

学潮流的兴起，翻译活动 “积极参与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的塑造，成为推动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

态、生产方式、文学艺术、语言文化等在各个方面的变革的一股原动力”［２］（６３）。同时期中国电影改编和

取材上外国文学作品的做法也比较频繁，制作了 《小朋友》（１９２５）、《空谷兰》（１９２５）、《一串珍珠》
（１９２５）、《良心复活》（１９２６）、《不如归》（１９２６）、《女律师》（１９２７）、《飞行鞋》（１９２８）等一大批
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影片，掀起了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无声电影改编外国作品没

有语言上的束缚，可以对原著进行相对自由的操作，再加上早期中国电影全面学习西方电影的经验的

风气，这些因素都推动了早期的跨文化改编潮流。可以说，该时期作为一个 “多元系统”的中国无声

电影与另一个 “多元系统”的外国文学之间的交往是密切的，起点也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中国电影早期在文化形态上的包容与开放，说明了彼时的中西方文化在电影疆界上的切近与互渗。

进入有声电影时代之后，中国电影取材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路径继续演进，尽管在改编数量上不及无

声电影时期，但在改编质量上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该时期中国电影创作了 《一夜豪华》 （１９３２）、《狂
欢之夜》（１９３６）、《摇钱树》 （１９３７）、《茶花女》 （１９３８）、《金银世界》 （１９３９）、《中国白雪公主》
（１９４０）等一批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优秀影片。综观该时期的改编，创作者受到了战争、政治和意识
形态等多方面的影响，改编的质量和数量也参差不齐，但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的创作传统还是延续

下来了。特别是到了抗战结束后，佐临、柯灵等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编导走进了电影创作的

中心，创作了 《母与子》（１９４７）、《夜店》（１９４７）、《表》（１９４９）等一批高质量的改编自俄国文学作
品的优秀影片，掀起了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又一个高潮。

新中国成立后，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替代了旧中国混杂的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反映论

为基础的文艺理论和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观念成为了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主导话语。在整

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翻译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

品，而对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的译介则相对较少，即使有也是被当作 “批判接受”的对象而被译介进

来的。这从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势。该时期中国电影对外国文

学的改编呈现出向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国家一边倒的不正常现象，在改编的数量和质量上也跌入了低

谷，这是冷战时代的狭隘思维在电影艺术创作领域的反映。特别是进入 “文革”时期以后，左倾的意

识形态严重影响中国电影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交往，文学翻译工作几乎停顿，中国电影对外国文学作品

的改编也是一片空白。总之，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我国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产量较少，即便
有限的那么几部作品也是根据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如 《只不过是爱情》（１９５１）、
《美国之窗》（１９５２）、《小白兔》（１９５４）、《以革命的名义》（１９６０）、《李善子》（１９６４）等。这显示
了彼时中国电影创作取材的封闭性和狭隘性，表征着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交往的曲折与低潮。“文革”

结束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也重新走上正轨。我国翻译外国文

学的工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中国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做法也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仅改编的数量

和质量提升了，而且改编的取材和手法上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新时期中国电影推出了一大批改

编自外国文艺作品的优秀国产影片，如 《血色清晨》（１９９０）、《庭院中的女人》（２００１）、《一个陌生女
人的来信》（２００４）、《喜马拉雅王子》（２００６）、《三枪拍案惊奇》（２００９）等，为中国电影的艺术探索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总之，百年中国电影与外国文学的互动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影文化多元系统

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三、百年中国电影与外国电影的互动关系

中国电影多元系统的开放性和动态性特征还可以从中国本土电影与外国电影 （包括译制片）的交

往关系中体现出来。例如２０世纪早期是中国本土电影全面学习西方电影经验的时期，西方电影大量涌
入中国市场，为中国观众提供了异域的观影经验，也催生了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诞生。在这段时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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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或者说取得了凌驾于中国民族电影的优势位置）。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到１９４９年间，中国民族电影日益成长，中国影人抱着振兴国片与外片竞争的决
心和意志，创作了一大批口碑与票房俱佳的优秀的国产片，与外国影片在市场上展开竞争。由于复杂

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再加上政治时局的动荡不安，中国民族电影的发展之路充满了曲折和崎岖，前后

经历了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孤岛电影、国统区电影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段

时期看作是中国本土电影与外国影片竞争的胶着期。各个系统互有攻守，均无法完全垄断该时期的电

影话语权。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百废待兴，民族电影事业的各项基础相对薄弱，国
产电影的产能不足，一时间中国本土电影的摄制力量无法满足新中国广大观众的观影需求，于是中国

大量引进了苏联、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影片。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间，中国自行制作了６３部国产故事片，
而从国外译制了１９９部故事片。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为苏联、东欧以及阿尔巴尼亚
等亚非拉国家的影片。［５］（５３２）由此可见，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５年这段时间里外国影片 （译制片）占据了新中国

电影文化图景的中心位置，而中国本土电影则暂时处于薄弱的位置。然而从１９５６年以后这种状况就迅
速发生了改变，随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夯实和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生产能力的提高，国

产影片日益成为了我国观众观影的主要对象，译制片则在全国上映的影片总数的比重中逐年减少。特

别是到了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以及混乱的 “文革”时代，外国影片或译制片被当作 “封、

资、修”产品遭到了批判，外国影片的引进数量逐年减少，外国影片／译制片被逐入了边缘地带，逐渐
淡出了中国观众的欣赏视野。直到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外国电影才重新返回入中国观众的日常的观
影视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一些优秀影片都登陆了中国，给国产电影
的制作、市场和文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电影的发展逐渐进入了与外国优秀电影文化良性互动的

时期。特别是１９９４年之后，国家广电部同意中影公司每年可以通过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１０部左右 （后

来增加到每年２０部）的 “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外国影片，外国影片

（特别是美国好莱坞大片）从此走进了中国电影观众消费的中心地带。直到今天外国影片 （特别是好莱

坞大片）仍然占据了中国年度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刺激和拉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示

范效应。这一方面标志着外国影片在中国电影文化多元系统中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电

影发展进入了另一个与外国影片互动与竞争的胶着期。在这个时期中，本土电影的身份的危机感、博

弈感和成就感共存。

四、外来文化攻占本土文化中心的条件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历史上的外国文学与外国电影在中国电影文化多元系统中时而占据中心

位置，时而被逐向边缘地带。那么在这种动态的演变关系中有什么规律可寻呢？或者说外来文化形式

在什么情况下会占据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呢？对此，佐哈尔以文学为例，列举了如下

三种情况：一是当本土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当文学处于 “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

段；二是当本土文学处于 “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当中）或 “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

有之；三是当本土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６］（２２２）在这些情况下，外国文学或翻

译文学会攻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

佐哈尔的这番观察对于我们理解外国文学、外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互动关系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例如在中国电影早期，本土电影之所以会大量改编外国文学作品，并且一些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

影片能够取得轰动性的效应，在早期中国电影的消费文化中取得中心位置 （如 《空谷兰》等），其原因

至少与佐哈尔上述列举的前两种情况有关。一方面，在无声电影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总体上处于稚

嫩状态，中国民族电影的系统建构仍然不成熟，需要从外国电影和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另一方

面，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开端是放映外国影片，由于中外电影业发展的不平衡差距以及国家主权和行

政手段干预和调控电影进出口贸易的不得力，使得外国影片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从１８９６年在上海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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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映外国影片为始，直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为止，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贸易中始终处于 “逆差”的状

态。这就意味着中国本土电影力量在中国整体的电影消费版图和电影文化的 “大多元系统”中，与在

华发行放映的外国影片相比起来处于弱势地位。于是，该时期的外国电影往往容易攻占中国电影文化

系统的中心位置，构成了中国观众观影消费的主体部分。

至于佐哈尔所说的第三点———一个国家的文学或艺术处于重大的转折期、出现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外来的文学或艺术形式也可能占据该国的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可以从 （上文已论及的）１９４９—
１９５５年间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译制片占据中国电影消费的权重地位的历史案例中体现出来。
该时期，一方面中国本土电影产能的不足导致了本土电影市场消费的 “真空”，客观上需要外国影片来

填补它。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新政权需要打破旧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机器，创

造一种崭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氛围，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时刻。中国出于向苏

联 “老大哥”学习的态度，大力吸收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上选

择了 “全面苏化”的发展道路，这从客观上推动了该时期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走进了中

国电影消费文化的中心地带。

吕晓明指出，与文学不同的是，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性与商业性兼具的文艺形式，从其诞生的那一天

起，其跨国性是电影产业与电影传播的分内之意。电影的跨国发行不仅带来了商业资本的国际流通，

也意味着文化的跨国交流，外国影片的引进会影响到进口国的观众的欣赏口味和思想观念，从而会对

本国的电影业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意识产生影响。［５］（５３０）这种影响在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和国际

贸易不平衡的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 （《圣经》等某些具有强烈的灌输意识的

宗教文学除外）往往是译入国有意识的主动 “拿来”的行为，那么在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电影处于强

势地位的世界电影版图里，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影片的引入往往是一个被动的、不对等、不平衡

的文化交流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电影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动态斗争比文学领域来得更加频繁和激烈，

对外国影片、译制片、外国文学改编片的研究，对于体认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经验、发展环境和发展

态势具有更高的指示意义。

五、结　　语
大卫·波德威尔说：“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

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

才能真正冲出国界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７］如果说立足本土文化和社会现实，继承并发扬本民族的优

秀文化传统，是中国本土电影健康发展的强本之基，那么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借鉴和汲取外国优秀

文化的资源与经验，是中国电影开源辟径、吐故纳新的重要渠道。放开眼量，积极 “拿来”，参与世界

各国优秀文化的良性互动，可以促进中国本土电影更加丰富多彩地发展。“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用

联系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佐哈尔的 “多元系统论”

从理论上为把中国本土电影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和空间视域中加以描写铺平了道路。该理论对

于我们理解中国本土电影与外来文化的动态演进与交往关系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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